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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架构以及区块链技术等新型数字技术的背景下，企业发展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企业获取颠覆性创新优势的重要途径，但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相关研究讨论较少，且更为具体的路径研究尚不明晰。鉴于此，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研究框架，并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中国25家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化转型不同条件因素对促进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共同作用，进而系统探究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组态路径。结果发现：（1）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是技术、组织及环境多方面条件协同、价值共创的结果，单一条件难以成为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2）存在数字技术嵌入平台驱动型、数字技术协同战略融合型、数字平台集聚人才协同型与转型战略整合资金支持型共4条组态路径；（3）在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不同组态路径中条件因素发挥作用程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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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eep integration of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alytics, cloud computing architecture,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corporate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the digital ag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pathway for manufacturing firms to gain disruptive innovation advantages, but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er discussions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drive the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the more specific path of the research is not yet clear. In light of thi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 framework,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firms driven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mbining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 and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s adopted, and 25 manufacturing firms in China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analyze the common role of different condition factor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promot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then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group path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driven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rives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firm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coordination and value co-creation of multiple conditions i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a single condition is hardly necessary to achieve disruptive innovation; (2) There are four configuration paths: digital technology embedded platform driven, digital technology coordinated strategic integration, digital platform talent aggregation coordinated, and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integrated financial support; (3)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to which conditional factors play a role i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paths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driven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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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颠覆性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快速成长的有效途径[1]【检查引用的必要性，若删除请对应修改相关参考文献序号】。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不断探索转型升级的情景下，制造企业发展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以往对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认识已经无法满足数字时代新发展格局下的发展需求。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数字时代下制造企业获取新的创新优势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举[2]【检查引用的必要性，注意观点如果不标引即已知，则不需要标引】。而随着数字时代下数字化转型的广泛开展，制造企业开始谋求新的创新机遇，以期在新环境下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从整体上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重要途径[3]【检查引用的必要性】。
现有颠覆性创新研究大多基于颠覆现象进行结果分析，较少涉及前因分析[4]。对前因条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嵌入（如Guo等[5]）、技术创新（如束超慧等[6]）、企业社会责任（如Wang等[7]）、组织文化（如Karimi等[8]）等单一因素。但颠覆性创新作为复杂概念，其是内外部不同层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从技术、组织和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9]。因此，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需多角度多层次考虑，但关于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相关研究讨论较少，且更为具体的路径研究尚不明晰[10]。同时，现有数字化转型对于颠覆性创新的影响相关研究，仅从技术角度尝试剖析，存在较大局限性[11]。鉴于此，从多重因素出发，阐明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具体路径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面系统构建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创新影响的研究框架，并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中国制造业25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不同条件因素对促进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共同作用，进而解析不同类型的组态路径，从而打开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之间的“黑箱”。
1 研究框架
1.1 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运用数字技术以变革内部管理与运营模式，进而催生其在产品设计、组织结构、业务流程自动化等方面变化的一种模式[12]。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持续且相当复杂的工作[13]【检查引用的必要性】，需要应用数字技术整合企业各项资源，将数字软件与硬件嵌入企业运转的全过程，从而重塑企业的产品生产、组织结构、管理理念等方面，进而更好地整合企业价值链，占据新市场，获得竞争优势[14]。随着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制造企业纷纷转变经营逻辑与模式，寻求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通过实施新颖的业务逻辑来创造和获取价值，从而引入新的业务模式。因此，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企业改善生产模式、获取竞争优势与创新价值的重要途径[15]。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广泛开展，通过数字技术促使企业在技术、组织等方面获得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为企业的颠覆性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

Christensen[16]提出颠覆性创新概念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创新形式，其在改变消费者行为、塑造顾客偏好以及创造全新市场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17]。进入数字时代，颠覆性创新成为制造企业取得高质量发展与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18]。国内外学者已分别从技术、组织、环境等不同视角开展了对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研究。其中，在技术视角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数字平台发挥缩短用户距离、编排内外部资源等作用，因此制造企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与平台分析和识别更确定的市场机会，使颠覆性创新的市场趋势更容易被预见[19]，为其颠覆性创新提供更多机会；在组织视角方面，不同的颠覆性创新需要采用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和生态系统，以确保其得以顺利发展并进一步增强其颠覆性的影响力[20]；在环境视角方面，外部环境是对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施加影响的载体，完善的市场机制与科学的政府支持通常有利于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实现[21]。
在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长期存在的行业和市场边界逐渐模糊【检查表述】[10]。在此情景下，交易与交换资源或情报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22]，因此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催生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情景和创新要素[11]【检查引用的必要性】。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制造企业在技术创新、企业运营、生产研发等方面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在新环境下提前占据市场，完成产品到市场的颠覆。不断变化的数字化革命，正在改变着企业商业模式和组织系统的底层逻辑，进而驱动企业获取颠覆性创新优势进而实现颠覆性创新[3]。由此，在数字时代，数字化转型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实现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TOE框架

TOE框架是由Tornatzky等[23]提出的分析企业技术创新采纳行为的综合性工具，其将影响企业创新扩散的条件划分为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存在差异，TOE框架中的各个因素的具体含义可能会有所不同。由此，研究者需要根据特定的应用情境对其进行拓展，以适应不同的研究需求[24]【检查引用的必要性】。而颠覆性创新为涉及多因素的复杂概念，其驱动因素与TOE框架逻辑方式相吻合。因此，对技术因素、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进行组态分析，可为数字化转型驱动颠覆性创新路径提供有益启发。
1.2.1 技术因素
（1）数字技术应用。技术发展与应用是颠覆性创新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随着技术机会增加，颠覆性创新的颠覆速度更快，程度更高[25]。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在制造企业的生产、研发、内部控制等多个领域实现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突破。同时，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在创新过程中机会识别更加便捷，制造企业能够迅速识别市场机会。并且数字技术具有高度嵌入性和广泛连接性，使得消费者的数据收集更加容易[19]。由此，数字技术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使得组织成果与流程不再受到技术限制，从而为推动颠覆性创新提供更多机遇[11]。因此，数字技术的出现与运用为制造企业带来了更多机会，制造企业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应用获得颠覆性创新优势。
（2）数字平台建设。进入数字时代，嵌入数字平台的企业颠覆性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数字平台对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实现意义显著[22]。数字平台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移动应用程序、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通过传感器、储存器等硬件设施构建的生产与服务平[26]。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开展，制造企业亟需搭建数字平台以实现数字技术的整合与应用[27]。对于制造企业而言，一方面数字平台能够充分挖掘数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起来的数字化操作系统，制造企业能够精确化控制生产，优化生产流程并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数字平台建设能够为制造企业带来颠覆性创新优势。
1.2.2 组织因素

（1）数字人才集聚。高水平人才在企业颠覆性创新实现过程中尤为重要[28]【检查引用的必要性】。而随着各领域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企业对于具备数字素养、掌握数字技能的人才需求快速增长，数字人才成为推动行业进步与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企业对于高素质数字人才的需求提升，能够提供更多相关数字岗位以满足数字人才就业，在制造企业中形成数字人才集聚趋势[29]。同时随着数字人才在制造企业人员占比的提升，具备高水平数字技能的人才将为制造企业带来丰富的技术支持、方案供给与创新资源[30]，最终促使制造企业获取颠覆性创新优势。
（2）转型战略制定。颠覆性创新是基于组织战略层面的以颠覆性打破为导向的复杂创新活动[31]，符合时代特征与企业现状的战略能够为企业带来颠覆性创新优势。对于制造企业而言，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开展，除了要进行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之外，还需制定符合制造业转型特性的转型战略[11]。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使得企业的数据挖掘更为有效，促进前沿信息获取以及业务流程效率提升，以至于更好把握业务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实现数据与资源的共享，降低整体信息的不对称程度[32]。在此基础上，企业能够制定符合时代特征的转型战略，最终为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提供制度基础[21]【检查引用的必要性】。

1.2.3 环境因素

（1）行业竞争强度。在竞争环境下，企业通过挖掘和满足现有市场或客户新的潜在需求以谋求生存、发展乃至颠覆[33]。而后随着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加深与逐步适应行业竞争，其与行业竞争集群联系加深，对竞争对手提供的信息和技术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能够挖掘出这些信息和知识的内在价值，更全面地了解行业市场与客户潜在需求[34]。基于此，制造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差异化产品满足市场与顾客新需求，增强制造企业产品竞争力[2]，进一步适应日益严峻的行业竞争强度，为制造企业在现有市场或新市场的颠覆性创新提供条件。
（2）政府财政支持。政府财政支持在驱动颠覆性创新的实现路径中发挥关键作用[35]【检查引用的必要性】。而随着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展加快，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减免税收、奖励等方式，激励制造企业积极投入风险较高、长期不确定的创新项目，帮助其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与普及。同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也离不开政府财政支持[36]【检查引用的必要性】，其能够帮助制造企业缓解融资困难，促使其加大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力度。政府设立专项基金，通过补贴与科研经费等形式，鼓励制造企业进行前沿技术的研究，降低其创新成本和风险。总之，政府财政支持为制造企业提供资源、降低风险，以此改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环境，为颠覆性创新的实现提供资金支持。

1.3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TOE理论模型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不难发现，数字化转型涉及技术、组织内部、整体环境等方面[37]，是制造企业在数字时代获取颠覆性创新优势进而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将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数字化转型驱动颠覆性创新的条件因素，提炼出包括技术因素的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平台建设、组织因素的数字人才集聚和转型战略制定、环境因素的行业竞争强度和政府财政支持等6个前置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TOE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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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TOE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融合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分析方法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定量研究的深度不足和定性研究的外部效度缺乏问题[38]。颠覆性创新是一个涉及内外部多因素的复杂概念[9]，QCA方法可以解释复杂的因果现象，探索驱动路径，适用于本文各前置因素与颠覆性创新之间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复杂关系的研究。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方法主要用于检验特定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39]。NCA方法能够识别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必要性，还能定量衡量必要条件在什么程度构成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从而弥补QCA方法无法分析必要条件效应量的不足[40]。本文涉及的因果关系均为连续变量，QCA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能够通过一致性和覆盖率对连续变量数据所生成的结果进行程度解释。因此本文采用NCA与fsQCA结合的研究方法。
2.2 变量选取与赋值

2.2.1 结果变量与赋值

现有研究从资源基础、流程优化、价值创造等指标刻画颠覆性创新的多维特征[41]，而本文从技术、组织、环境多维度考虑颠覆性创新驱动路径，借鉴欧春尧等[42]研究，将颠覆性创新优势作为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结果变量，如表1所示。
表 1 结果变量的赋值依据
	构念维度
	变量名称
	赋值依据
	分值/分

	结果变量
	颠覆性创新优势
	独角兽企业：有核心技术创新，具备较强市场影响力
	1.00

	
	
	领先企业：有少数技术达到领先水平，市场表现良好
	0.67

	
	
	优秀企业：逐步向自主研发生产转型，市场份额增长较快
	0.33

	
	
	一般企业：主要依赖技术引进，市场表现一般
	0


2.2.2 条件变量与赋值

（1）技术因素。数字技术在制造企业发展多领域中得到应用，本文借鉴王海军等[10]关于数字技术相关概念，针对数字技术在企业运行中生产、研发、管理3个方面对条件变量技术因素中的数字技术应用进行变量赋值。参考金姝彤等[22]对于数字平台推动颠覆性创新的连接与匹配、消解复杂度、资源编排三大功能，对条件变量技术因素中的数字平台建设进行赋值，如表2所示。
表 2 技术因素条件变量的赋值依据

	构念维度
	变量名称
	赋值依据
	分值

	技术因素条件变量
	数字技术应用
	企业在生产、研发、管理3个层面全面运用数字技术
	1.00

	
	
	企业在生产、研发、管理3个层面的其中两个运用数字技术
	0.67

	
	
	企业在生产、研发、管理3个层面的其中一个运用数字技术
	0.33

	
	
	企业在生产、研发、管理3个层面没有运用数字技术
	0

	
	数字平台建设
	企业所建数字平台具有连接与匹配、消解复杂度、资源编排三大功能
	1.00

	
	
	企业所建数字平台具有连接与匹配、消解复杂度、资源编排三大功能其中的两个
	0.67

	
	
	企业所建数字平台具有连接与匹配、消解复杂度、资源编排三大功能其中的一个
	0.33

	
	
	企业所建数字平台没有上述功能或者企业没有建立数字平台
	0


（2）组织因素。在数字人才集聚的衡量上，现有研究多考虑计算机从业人才占比，以此来衡量数字人才集聚，但对能够真正起到研发创新核心作用的高学历数字人才的反应程度不足。故使用企业接受高等教育程度人力占比来衡量数字人才集聚，并参考《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设定锚点。同时参考宋泽明等[21]对于5G科技企业颠覆性创新路径研究的变量选取与赋值，为转型战略制定标定4个锚点，分别为制定长期战略、制定中期战略、制定短期战略和没有制定战略，如表3所示。
表 3 组织因素条件变量的赋值依据

	构念维度
	变量名称
	赋值依据
	分值

	组织因素条件变量
	数字人才集聚
	企业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研究生及以上）人力资本占比大于等于25%
	1.00

	
	
	企业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研究生及以上）人力资本占比区间为[15% , 25%)
	0.67

	
	
	企业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研究生及以上）人力资本占比区间为[5% , 15%)
	0.33

	
	
	企业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研究生及以上）人力资本占比小于5%
	0

	
	转型战略制定
	企业制定旨在面向未来的长期转型战略规划
	1.00

	
	
	企业制定旨在发展壮大的中期转型战略规划
	0.67

	
	
	企业制定旨在解决困境的短期转型战略规划
	0.33

	
	
	企业没有制定相关转型战略规划、战略目标
	0


（3）环境因素。本文借鉴黄东兵等[43]对制造企业研究中对行业竞争的变量使用，采用以赫芬达尔指数（HHI）予以测度，赫芬达尔指数是指某一行业中各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收入百分比的平方和，若该值接近于 1，说明行业内部存在龙头企业甚至垄断现象，则竞争强度较小；越接近于 0，说明行业内企业经营水平相当，竞争越激烈。综上考虑行业竞争强度变量的选取，即行业竞争强度=1－HHI，采用四分法进行区间划分并最终赋值。同时参考宋泽明等[21]对于5G科技企业颠覆性创新路径研究的变量选取与赋值，设定政府财政支持的变量赋值，如表4所示。
表 4 环境因素条件变量的赋值依据

	构念维度
	变量名称
	赋值依据
	分值

	环境因素条件变量
	行业竞争强度
	行业竞争强度在[0.75 , 1]之间
	1.00

	
	
	行业竞争强度在[0.5 , 0.75)之间
	0.67

	
	
	行业竞争强度在[0.25 , 0.5)之间
	0.33

	
	
	行业竞争强度在[0 , 0.25)之间
	0

	
	政府财政支持
	政府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专项扶持资金 
	1.00

	
	
	政府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资金融资渠道 
	0.67

	
	
	政府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金融贷款优惠 
	0.33

	
	
	政府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重大风险保障
	0


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3.1 样本选择

首先，对中国的重点行业领域进行筛选，从钢铁建材、石油石化、煤炭矿产等10个关键领域出发，挑选处于行业前端地位的企业。其次，从选择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相关行为、颠覆性创新有关表现以及企业跨越式发展等多个维度特征进行筛选。经过上述步骤，最终得到25家具有典型特征的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中石化、华为、TCL等，如表5所示。
表 5  10个关键领域的样本企业分布情况

	分布领域
	代表企业

	钢铁建材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BWGT）、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ZGJC）

	石油石化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ZGSH）、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ZJHY）

	煤炭矿产
	中国五矿集团中国五矿集团（ZGWK）、湖南省矿产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HNKY）

	食品医药
	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GZYY）、光明食品有限公司（GMSP）

	航空航天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ZGHK）、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NFHK）

	半导体制造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CJCC）、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CXCC）、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TCLJT）

	汽车制造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HQC）、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BYDJT）、万向集团公司（WXJT）

	智能设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WJT）、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XMJT）、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DJCX）

	白色家电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MDJT）、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GLDQ）、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CHDZ）

	智能AI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KDXF）、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BDJT）、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HKWS）


2.3.2 数据来源
为了确保案例数据的准确采集，本文采用了多种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进行预处理，数据来源包括多个不同的信息源：（1）企业公开信息、企业官方网站新闻、企业年度报告等企业自公开信息；（2）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的官方系列数据；（3）国内外行业规划及智库研究报告，比如《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22》《2021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等；（4）通过中国知网搜集文献资料对相关企业案例及变量进行完善与验证。

3 数据结果分析

3.1 必要性分析

参考Dul[44]对条件变量必要性进行考察。NCA方法中必要条件有两大确定指标：（1）效应量（d）大于0.1；（2）效应量检验结果P值小于0.01。同时满足以上两大指标的条件变量才会被认定为必要条件。基于此，本文采用上限回归（ceiling regression，CR）与上限包络分析（ceiling envelopment，CE）两种方法计算各条件变量的效应量，结果如表6所示。各条件变量P值均大于0.01，表明各条件变量均不是颠覆性创新优势的必要条件。
表 6 NCA对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方法
	精准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d）
	P值

	数字技术应用
	CR
	100%
	0.054
	1.000
	0.054
	0.343

	
	CE
	100%
	0.109
	1.000
	0.109
	0.343

	数字平台建设
	CR
	100%
	0
	1.000
	0
	1.000

	
	CE
	100%
	0
	1.000
	0
	1.000

	数字人才集聚
	CR
	100%
	0
	1.000
	0
	1.000

	
	CE
	100%
	0
	1.000
	0
	1.000

	转型战略制定
	CR
	100%
	0.054
	1.000
	0.054
	0.593

	
	CE
	100%
	0.109
	1.000
	0.109
	0.593

	行业竞争强度
	CR
	100%
	0.054
	1.000
	0.054
	0.334

	
	CE
	100%
	0.109
	1.000
	0.109
	0.334

	政府财政支持
	CR
	100%
	0.111
	1.000
	0.111
	0.376

	
	CE
	100%
	0.221
	1.000
	0.221
	0.376


在此基础上，采用CR方法进一步探究了各条件变量的瓶颈评估结果，结果如表7所示。瓶颈水平指的是要达到结果的最大观测范围所需要满足的某一水平，以及前置条件在最大观测范围内需要满足的水平值[40]。由此看出，当颠覆性创新优势水平达到40%时，政府财政支持最先达到瓶颈，而其他5个条件变量构成要素尚未达到瓶颈水平。随着颠覆性创新优势水平提高到70%时，数字技术应用、转型战略制定及行业竞争强度达到瓶颈水平。要达到90%颠覆性创新优势水平需要23.0%水平的数字技术应用、转型战略制定、行业竞争强度和28.1%的政府财政支持。此外，在任何水平下数字平台建设与数字人才集聚均不存在瓶颈水平。

表 7 NCA方法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颠覆性创新优势
	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平台建设
	数字人才集聚
	转型战略制定
	行业竞争强度
	政府财政支持

	0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NN
	NN

	40%
	NN
	NN
	NN
	NN
	NN
	3.4%

	50%
	NN
	NN
	NN
	NN
	NN
	8.4%

	60%
	NN
	NN
	NN
	NN
	NN
	13.3%

	70%
	3.0%
	NN
	NN
	3.0%
	3.0%
	18.2%

	80%
	13.0%
	NN
	NN
	13.0%
	13.0%
	23.1%

	90%
	23.0%
	NN
	NN
	23.0%
	23.0%
	28.1%

	100%
	33.0%
	NN
	NN
	33.0%
	33.0%
	33.0%


注：NN代表不必要。
在NCA方法基础上，通过fsQCA进行必要性检验补充说明。遵循研究惯例，参考Ragin[45]，在一致率大于0.9时，可认定前置因素为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本文运用fsQCA3.0软件计算得到各前置因素的一致率和覆盖率，结果如表8所示，颠覆性创新优势的各条件因素的一致性均小于0.9，说明单个前置因素无法作为结果变量企业颠覆性创新优势的必要条件。
表 8 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一致率
	覆盖率

	数字技术应用
	0.760 756
	0.760 756

	~数字技术应用
	0.325 293
	0.749 249

	数字平台建设
	0.630 378
	0.706 871

	~数字平台建设
	0.498 696
	0.919 471

	数字人才集聚
	0.347 458
	0.694 915

	~数字人才集聚
	0.760 104
	0.813 678

	转型战略制定
	0.782 920
	0.765 944

	~转型战略制定
	0.324 641
	0.787 975

	行业竞争强度
	0.803 781
	0.901 975

	~行业竞争强度
	0.389 830
	0.717 887

	政府财政支持
	0.783 572
	0.706 228

	~政府财政支持
	0.280 965
	0.865 462


注：~代表逻辑非。
3.2 组态分析

基于fsQCA3. 0软件对25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的颠覆性创新前因条件构型进行分析。为了剔除不满足分析条件的案例数据，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经过分析后得到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一般来说，复杂解会出现过多的构型而存在重复性解释，简单解会因为过于简化必要条件而与事实不符，中间解以相对简化的方式充分解释结果变量，所以选择中间解进行解释[42]。遵循fsQCA方法研究惯例，“●”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条件不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空白”表示条件可有可无，结果见表9。

表 9 组态分析结果

	变量
	路径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路径4

	数字技术应用
	●
	●
	
	(

	数字平台建设
	●
	
	●
	(

	数字人才集聚
	
	
	●
	

	转型战略制定
	
	●
	(
	●

	行业竞争强度
	(
	(
	
	●

	政府财政支持
	(
	
	
	●

	一致性
	0.956 531
	0.974 296
	0.951 427
	0.965 866

	原始覆盖率
	0.521 512
	0.607 562
	0.543 025
	0.563 885

	唯一覆盖率
	0.281 623
	0.260 114
	0.148 253
	0.212 612

	结果覆盖率
	0.801 891

	结果一致性
	0.962 412


由表9可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有4种组合路径，上述4种路径均由不同的条件变量构成。上述4条路径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体现在原始覆盖率与结果覆盖率上，总体一致为0.962 412，结果覆盖率为0.801 891，一致性范围为0.956 531~0.974 296【检查表述是否正确，路径3的一致性0.951 427小于0.956 531，不属于一致性范围内？】，唯一覆盖率范围为0.148 253~0.281 623，皆符合定性比较分析标准。由此说明，上述4种组态路径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均为颠覆性创新的充分条件。上述4种路径具体如下：（1）路径1：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平台建设为核心条件，行业竞争强度为边缘条件，政府财政支持条件功能缺失；（2）路径2：数字技术应用、转型战略制定为核心条件，行业竞争强度为边缘条件；（3）路径3：数字平台建设、数字人才集聚为核心条件，转型战略制定为边缘条件；（4）路径4：转型战略制定、行业竞争强度、政府财政支持为核心条件，数字技术应用为边缘条件，数字平台建设条件功能缺失。可见，数字化转型通过上述4条组态路径驱动制造企业获得颠覆性创新优势。

3.3 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4条组态路径
3.3.1 数字技术嵌入平台驱动型路径

路径1为数字技术嵌入平台驱动型路径。在该路径中，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平台建设为核心条件，行业竞争强度为边缘条件，政府财政支持条件功能缺失。在政府财政支持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制造企业研发资金与技术成本存在劣势。然而，高水平的数字技术与完善的数字平台可以弥补这一劣势。首先，数字化转型鼓励制造企业采用新的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通过改变现有业务模式发掘创新机会。其次，数字化转型使组织能够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通过洞察新的趋势和机会支持创新决策和产品开发，符合颠覆性创新技术与产品创新的特征。最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平台的建设与嵌入为制造企业提供了数字化、精细化的内部控制逻辑，通过多方参与者协作充分挖掘客户与市场需求，占据市场份额并取得竞争优势。由此，在竞争环境下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数字平台的建设与嵌入，促进制造企业获得新的创新机遇，从而支持新产品开发，进而满足市场需求并占据市场份额，最终实现颠覆性创新。
3.3.2 数字技术协同战略融合型路径

路径2为数字技术协同战略融合型路径。在该路径中，数字技术应用、转型战略制定为核心条件，行业竞争强度为边缘条件。首先，数字化转型带来数字技术的应用、进步乃至创新，通过连接不同团队、部门甚至不同组织促进知识共享与协同创新，以此获得创新优势。其次，数字技术应用有助快速迭代和试错，通过迭代与试错，企业能够不断改进创新方案，更快地推出新的产品与服务。最后，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打破“信息孤岛”，密切关注行业趋势、技术进展和市场需求，制造企业能够及时调整转型战略和创新方向，制定转型战略以适应行业竞争，在整个组织内部获得颠覆性创新优势。由此，在竞争环境下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帮助制造企业完成信息获取与共享，从而推动企业内部低成本的方案迭代与产品试错，进而制定符合数字特征与市场环境的企业转型策略，并最终取得竞争优势以实现颠覆性创新。

3.3.3 数字平台集聚人才协同型路径

路径3为数字平台优化人力协同型路径。在该路径中，数字平台建设、数字人才集聚为核心条件，转型战略制定为边缘条件。首先，通过数字平台的建设与嵌入促使制造企业将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等进行整合与优化，同时集成各种技术、工具和数据源，促进信息流通与协作，最终提高效率与竞争力。其次，随着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加深，企业更迫切地需求高水平数字人才，而通过数字平台的建设能够提供更多数字岗位，在企业中形成数字人才的集聚，进而高学历、高素质的数字人才为制造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创新资源。最后，数字平台能够追踪员工技能、绩效和培训需求，帮助制造企业进行数字人才管理，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晋升等机会，从而影响制造企业员工满意度，达到吸引和保留高素质数字人才的目的。由此，数字平台促进数据、方案与流程等在企业中流动，并且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数字人才集聚，而数字人才通过对数字平台的有效利用敏锐捕捉市场变化并识别市场需求，进而及时推动企业转型策略的调整，最终获取颠覆性创新优势。
3.3.4 转型战略整合资金支持型路径
路径4为数字战略整合资金支持型路径。在该路径中，转型战略制定、行业竞争强度、政府财政支持为核心条件，数字技术应用为边缘条件，数字平台建设条件功能缺失。数字平台建设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制造企业内部管理难度加剧且对市场需求变化敏感度降低，但灵活的转型战略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可以弥补这一缺陷。首先，数字化转型鼓励制造企业谋求创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创新地识别市场与顾客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新产品、服务和业务模式，从而占据市场份额，获得颠覆性创新优势。其次，灵活的转型战略使得制造企业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迅速调整生产、营销模式，且行业竞争所带来的竞争压力能够刺激企业寻求创新解决方案，以满足市场需求并超越竞争对手。最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顺应目前国内政策顶层设计，各地陆续出台相应资金帮扶政策，通过政府资金支持、研发补贴与创新基金支持制造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与生产研究，尤其是在高风险、高成本的创新技术领域。由此，数字化转型通过成熟的转型战略与完善的政府财政，支持制造企业投入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从而在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下识别并占据市场，最终获取颠覆性创新优势。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文基于TOE框架，以中国25家制造企业数据情况为样本，采用NCA与fsQCA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获得颠覆性创新优势的组态路径，具体研究结论如下所示：首先，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是技术、组织及环境多方面条件协同、价值共创的结果。颠覆性创新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多重因素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单一条件难以成为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其次，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存在数字技术嵌入平台驱动型、数字技术协同战略融合型、数字平台优化人力协同型与数字战略整合资金支持型共4条组态路径。最后，分析在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不同组态路径中条件因素发挥作用程度存在的差异。
4.2 贡献

一是本文借助TOE模型剖析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实现问题，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理论。现有研究较少从多因素出发考虑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影响因素，本文将TOE框架引入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路径研究，有效地解决了制造企业在推进颠覆性创新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为相关颠覆性创新领域的众多制造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启示。

二是本文采用组态视角阐明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影响路径，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组态路径，为明晰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开展颠覆性创新的实现路径提供更加系统地参考。现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驱动颠覆性创新的组态路径尚不明晰。因此，本文通过组态视角，从技术、组织及环境3个层面出发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于积极推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关键作用，构建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组态路径，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中提供创新思路。
三是本文将NCA方法与QCA方法引入颠覆性创新路径研究领域，拓展了QCA方法的应用范围。不同于以往颠覆性创新前因与路径研究中只使用QCA方法，本文采用NCA与Q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组态分析前使用NCA方法检验数字化转型驱动颠覆性创新的各前因变量的必要性，消除了前因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必要条件，为后续颠覆性创新路径相关研究提供研究方法的更好选择。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本文基于中国背景进行制造企业案例收集，数据收集可能不够充分，需要更广泛的案例验证。未来可进一步扩展至国际层面进行更为广泛的案例收集，更加深入地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驱动路径。二是本文着重讨论现阶段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组态路径，而对于时间、区域等异质性并未予以精细化考虑。未来研究将结合时间与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分析不同时期的条件变量组合，进一步揭示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组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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